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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内部就业人口流动作为城市群体的主要移动形式，分析其特征及形成机理对城市规划、交通预测

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武汉市手机信令数据，识别职住人口分布与流动，构建城市内部就业流动网络。运用

网络分析、可达性计算、逻辑回归等方法，分析城市内部就业流动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武汉市内

部就业流动在数量上分布不均衡，大量就业流动集中于少数街道间。在空间上，就业流动随距离、可达时间增

加而减少，并依地形、文化形成若干联系紧密的就业社区；以就业流出地居住人口、流入地工作人口度量的就

业势能是驱动就业流动的最主要因素，而文化差异、空间不邻近、可达性差阻碍就业流动的发生。此外，不同

产业特色对就业流动影响不同，商业、科教阻碍就业外流，工业吸引外来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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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个体／群体在地理空间中的移动反映了
错综复杂的人地关系［１］，对人类移动性的研究能
为城市规划、交通预测等提供有益参考［２－５］。城市
内部就业群体的通勤行为是城市群体移动的主要

形式之一［６］，是一种每日性往返人口流动现象，与
就业及居住用地密切相关。就业人口流动视角下
的城市就业群体移动体现了城市内部不同地理区

域之间的空间交互，反映区域之间的社会经济联
系强度及城市空间结构［１］。因此，分析城市内部
区域间就业人口流动形成机制，一方面能指导职
住、交通的合理规划布局，另一方面能反映、解释
城市内部区域联系及空间结构。
对于城市内部就业流动，部分学者从个体通

勤特征分析出发，基于出行问卷调查数据，以就业
个体为研究对象，描述距离［７－８］、时间［９］等特征，从
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及所处区域的土地利用、服务
设施等［１０－１１］角度解释就业个体的移动。这类研究
关注居民通勤与职住组织，因此仅从个体层面刻
画解释通勤时间与距离特征，忽略城市内部区域
间群体的就业流动。同时，采用的数据收集成本
高、周期长、更新慢，也难以精确、及时反映城市就

业群体区域间的就业流动。
随着近年来互联网、智慧城市、物联网和大数

据等技术的兴起，手机信令、公交ＩＣ卡等数据为
刻画分析城市内部区域间的人口流动提供了数据

基础，已广泛运用于城市居民通勤、出行活动识
别、城市空间结构分析等研究。在通勤分析、ＯＤ
（ｏｒｉｇｉｎ－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估算方面，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ｅ等［１２］基
于波士顿都市圈手机信令数据识别居民出行

ＯＤ，结果与出行调查数据符合较好；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等［１３］基于手机信令数据进行ＯＤ识别，以获得城
市内部区域间的通勤人口流动流量，并与出行调
查数据对比，验证其有效性；国内学者也在上
海［１４］、重庆［１５］开展类似研究。在出行活动识别
上，Ｐｈｉｔｈａｋｋｉｔｎｕｋｏｏｎ等［１６］使用手机数据提取个
体出行轨迹，根据轨迹停驻点所在地的功能特征
（餐饮、购物、休闲、娱乐），获取并分析居民的出行
活动链；Ｊｉａｎｇ等［１７］提出一套基于手机数据的居
民出行活动模式的提取方法，并使用新加坡手机
数据进行实例研究，分析居民出行活动模式的空
间特征；赵志远等［１８］使用手机数据，分析采样间
隔对居民出行网络构建的影响，探讨保证出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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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完整的适合采样间隔。在城市空间分析方面，

Ｇａｏ等［１９］使用附带位置信息的手机通话数据，获
取区域间的居民流动及通话联系，基于社区发现
算法，刻画城市区域间的动态空间交互作用；

Ｌｏｕａｉｌ等［２０］在对西班牙３１个城市分类的研究
中，使用５５ｄ的手机数据，计算个体分布平均距
离，分析群体分布热点的数量、层次及结构特征，
得到各个城市的空间结构及动态属性；杨喜平
等［２１］使用深圳手机数据，结合手机基站的空间分
布改进对人口分布的核密度估计，获得高分辨率
城市人口时空分布特征。总体来看，上述研究关
注手机数据提取人口分布、流动的方法及其在出
行活动分析、城市空间特征等方面的应用，着重于
揭示城市内部区域间就业人口流动的时空格局及

特征，缺乏对其形成机理的分析。
而对人口流动、迁移形成机理的研究，早在

１８８５年，Ｒａｖｅｎｓｔｅｉｎ［２２］提出人口迁移的重力模
型，认为人口总量与距离是决定人口迁移的关键
性因素。在距离与人口这两大基本解释变量基础
上，学界引入语言、文化、经济等因子解释人口流
动，开展国际、省际、市际的人口流动迁移研究。

Ｍａｔｈ和 Ｗｉｎｔｒ［２３］在研究就业流动时考虑地域与
文化差异因素，发现共同文化（语言）能显著提高
两地就业流动；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等［２４］对经合组织国家
的人口流入情况进行建模分析，发现除人口、距离
变量有显著影响外，共通的语言、相近的文化都能

显著促进人口迁移，其作用均大于迁入迁出地的

工资差异；相似的研究还有Ｂｅｉｎｅ等［２５］、Ｒａｍｏｓ
和Ｓｕｒｉａｃｈ［２６］等。此外也有研究关注迁入、迁出

地的经济情况，如工资差异［２７－２８］、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是否沿海［２９］、外商投资额［３０］等。上述人口流动

迁移形成机理研究多停留在国际、省际、城际层面，

选择的解释变量较为宏观，对于小尺度、细粒度的

城市内部就业人口流动关注较少。

针对上述研究的不足，使用手机信令数据在

城市内部尺度下研究就业人口流动特征及形成机

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手机信令数据解译的

城市内部通勤流数据，构建城市内部就业人口流

动网络，使用复杂网络分析等方法揭示城市内部

区域间就业人口流动特征。从人口迁移与流动理

论出发，运用逻辑回归模型，研究就业势能、交通

可达性、文化差异、特色产业等因素对城市内部区

域间就业人口流动形成的影响，为合理规划布局

职住，引导居民就业，揭示城市内部区域联系及空

间结构提供参考。

１　数据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述
武汉市位于长江中游，是中国特大城市、中部

地区中心城市，也是中国重要的工业与科教基地，

２０１６年末常住人口为１　０７６．６２万人。本文参考
武汉市都市发展圈中心城区范围，选择９１个街道
作为研究区（图１）。研究区内人口集中，就业流
动频繁，适宜开展城市内部就业人口流动研究。

图１　武汉研究区范围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Ｗｕｈａｎ

　　此外，长江与汉江横穿武汉全市，两江分割形
成三镇鼎立的罕见格局。在历史上，三镇原是３
个独立城市，其语言文化、产业结构、区域特色有
明显差异，可分析城市内部地域文化差异对就业
流动的影响。下述研究参考三镇分法，引入“文化
区”的概念，将研究区分为汉口（江岸区、江汉区、
硚口区）、汉阳（汉阳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
昌（武昌区、洪山区、青山区、东湖高新技术开发
区）３个文化区。

１．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源包括武汉市手机信令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日至３０日）、网络地图导航数据、
武汉市街道数据、武汉市总体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等，数据处理包括以下步骤。

１）人口居住地与就业地识别。依据手机基站
的覆盖情况，将武汉市划分成边长２５０ｍ的均匀
网格单元；根据每个手机用户收发短信、接打电
话、开关机等行为产生的附带基站信息的信令数
据识别用户一天中的停驻行为，并计算该停驻行
为发生的起始时间、结束时间及对应网格；定义

９：００～１７：００为工作时段，２３：００～７：００为休息时
段，将用户一个月内工作时段停驻时间最长，且重
复出现超过１４ｄ的网格识别为该用户的工作地；
将用户一个月内休息时段停驻时间最长，且重复
出现超过１７ｄ的网格识别为该用户的居住地。

３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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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就业、居住人口分布情况获取。在手机用
户工作地、居住地识别基础上，统计每个网格的工
作人数与居住人数，并进行扩样，在区级别上的统
计结果与武汉市２０１５年人口统计数据基本一致。
该数据识别出全市工作人口５４１万人，全市居住
人口１　０６１万人。将网格单元就业、居住人口统
计至研究区各个街道，得到研究区各街道就业、居
住人口分布。

３）就业流动人口获取。基于手机用户职住地
识别结果，计算各个统计网格单元间的人口流动
流量，获得全市工作地到居住地流向对共８２９　９２２
条，识别出全市就业人口流动４９７万人，统计汇总
至研究区各个街道，形成研究区９１个街道间的

９１×９１的就业人口流动矩阵Ｘ。

４）城市内部就业人口流动网构建。原始数据
是９１×９１的矩阵Ｘ，定义ｘｉｊ是第ｉ个街道到第ｊ
个街道的流量（人）。以所有矩阵元素均值为切分
值，当流量达到切分值时赋值为１，否则为０，得到
一个９１×９１的二值化矩阵［３１］。该矩阵代表两街
道间是否有显著的人口流动。基于该二值矩阵，
构造研究区内街道间就业人口流动网络。

５）街道间可达性计算。为使街道与街道间的
可达性计算更加准确，改进传统基于区域质心的
计算方法。本文采用网格划分研究区，结合居住
人口分布数据，为每个格网赋人口值。使用网络
地图导航服务接口获取格网中心点之间的公交与

驾车通行时间，使用可达性计算公式基于网格人
口加权解算街道间的可达时间。

１．３　分析计算方法
为揭示城市内部就业人口流动特征，采用网

络中心性、网络密度、社区发现等网络分析相关方
法，分析城市内部就业人口流动网络的节点、联系
及聚集等特征；使用可达性计算方法解算街道间
的公共交通、驾车等的可达时间，并结合人口分
布、文化差异、产业特色等要素，建立逻辑回归模
型解释城市内部区域间就业流动的形成。

１．３．１　网络分析方法
网络分析方法已广泛应用于经济与城市地理

网络化研究中［３２－３３］。本文将城市内部各个街道抽
象成节点，街道间的就业流动视为联系节点的边，
以此构建城市内部就业人口流动网络，计算其网
络中心性、密度、社区特征，以揭示街道间就业人
口流动的网络特征及其空间格局。

１）网络中心性
中心性是网络分析的重点之一，反映节点在

网络中的权力和中心地位［３４］。在城市区域网研

究中，网络中心性通常被认为是度量节点重要性
的关键指标［３５］。常用的度量指标有度中心性、接
近中心性、中介中心性［３６］等。其中节点的度中心
性能反映该节点与其他节点的联系强度，是一种
简单、直观的指数［３７］，包括入度中心性和出度中
心性。其计算公式如下：

ＣＤ，ｉｎｎｉ（ ）＝∑
ｇ

ｊ＝１
ｒｉｊ，ｉｎ；ＣＤ，ｏｕｔｎｉ（ ）＝∑

ｇ

ｊ＝１
ｒｉｊ，ｏｕｔ

（１）
式中，ＣＤ，ｉｎ、ＣＤ，ｏｕｔ分别为节点ｎｉ的入度与出度中
心性；ｇ 为ｉ与其他节点可能存在的联系总数；

ｒｉｊ，ｉｎ表示节点ｉ、ｊ间是否存在ｊ到ｉ的联系，若存
在取１，否则为０；同理，ｒｉｊ，ｏｕｔ表示节点ｉ、ｊ间是否
存在ｉ到ｊ的联系。在本研究构建的城市内部区
域间就业人口流动网络中，节点度中心性衡量了
该节点代表的街道在城市就业网络中的影响力与

控制力［３１］，其中入度中心性反映街道在就业网络
中对就业人口的吸引能力，而出度中心性反映街
道向外提供就业的能力。

２）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是网络分析中最常用的一种度量，

描述节点间联系的紧密程度，是网络（或子网络）
中实际存在的联系数量与最多可能拥有的联系数

量的比值，取值为０～１，越接近１说明网络节点
间的联系越紧密。在城市内部区域间就业人口流
动网络中，网络密度度量区域内部及区域间的就
业联系强度，高网络密度的子网络是就业流动频
繁的区域。

３）社区发现
社区发现是一类网络聚类方法，用以揭示网

络的社区结构。网络的社区结构是网络的重要特
征，Ｎｅｗｍａｎ和Ｇｉｒｖａｎ［３８］认为社区是网络的一个
子图，和社区内节点与节点联系紧密，社区与社区
间连接稀疏；同时提出模块化指数评价社区划分
效果。城市内部区域间就业人口流动网络中发现
的社区具有社区内部就业联系紧密，社区之间就
业联系稀疏的特点。本文采用Ｂｌｏｎｄｅｌ等［３９］２００８
年提出的Ｆａｓｔ　Ｕｎｆｏｌｄｉｎｇ算法进行社区发现，这
是一种基于模块化指数优化的启发式算法。

１．３．２　可达性计算
可达性来源于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５９年提出的交通网

络中各节点相互作用的机会大小，可达性作为描
述两分区交通联系程度的指标，是区域交通设施
与社会、经济环境相互关系的重要衡量。可达性
常用的度量方法有基于时间［４０］、距离［４１］、潜力模
型［４２－４３］等，本文使用街道间最短通行时间度量可

４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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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性。在计算街道与街道之间的可达性时，将研
究区划分为若干格网。其中街道ｉ中有Ｎ 个格
网，街道ｊ中有Ｍ 个格网，街道ｉ的第ｎ个格网的
人口数量为Ａｎｉ，ｔ　ｎｍｉｊ 代表从街道ｉ的第ｎ个网格到
街道ｊ的第ｍ 个网格的可达时间，λ通常取一很小
的系数［４２］，则ｉ到街道ｊ的可达时间ｔｉ　ｊ计算公式
如下：

ｔｉｊ＝

ｌｎ
∑
Ｎ

ｎ＝１
∑
Ｍ

ｍ＝１
Ａｎｉｅ－λｔ　ｎｍｉｊ

∑
Ｎ

ｎ＝１
Ａｎｉ

烄

烆

烌

烎

－λ
（２）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城市内部就业人口流动特征分析
根据上述方法，研究城市内部区域间就业流

动总体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就业流动与产业特
色、空间邻近、文化差异等因子之间的关系，从点
（网络节点）、线（节点联系）、面（就业社区）３个层
次揭示其数量特征、空间格局及形成规律。

１）就业流动总体特征分析。在数量特征上，
计算研究区街道间形成的８　２８１个就业流动对的
统计特征，发现数据标准差（１　８６７．０５）远大于均
值（３５２．００），说明街道间就业流动离散度较大，数
量分布不均衡；数据中位数（７４．００）小于均值，偏
度系数大于０（１７．７１），数据总体呈现正偏态分布，
表现为高值流动对存在于少数街道间；而少量高
值流动对贡献了大部分流动人口，如就业流动数
量前１％的流动对占流动总人数的４０．０７％，前

２％占４９．２０％，前１０％占７３．１７％。
在就业流动空间特征分析上，对研究区内的

就业流动进行可视化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
主要就业人口流动发生在武昌南部、汉口西北、汉
阳西南等区域，且多发生于相邻街道之间；此外还

图２　研究区就业人口流动图

Ｆｉｇ．２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Ｆｌｏｗ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可发现研究区就业流动受地形分割明显，在长江、
汉江、东湖等地理阻隔下形成武昌南、武昌北、汉
口、汉阳等４个组团，并表现出明显的组团内部就
业联系大于外部联系的特征。

２）就业人口流动与流入、流出地产业特色关
系分析。根据武汉市总体规划数据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武汉市土地利用现状数据（２０１４年），计算
各个街道的工业用地、科研教育用地、商业商务用
地的面积比例，同时结合武汉几大商圈、开发区分
布，将研究区内各个街道分为工业、商业、科教、其
他（居住或各种类型混合）４种类型，如图３所示
（白色空白部分表示其他类型）。

图３　研究区主要用地类型及商圈分布图

与街道产业类型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ｂ－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对研究区就业人口流动网络进行度中心性分
析（见图４），并绘制以各类型街道为就业流出地、
流入地的每个就业流动对的人口对数分布箱线图

（见图５，图５中纵坐标为ｌｇ对数），可得出如下结
论。商业特色街道有着最高的就业人口流动平均
入度（３０．８９），同时以其为流动终点的流动对，其
对数的上下四分位数及中位数均大于其他３种类
型街道，表明商业型街道在就业人口流动中的吸
引作用；工业型街道的总体出度、入度都处于较低
水平，同时以工业型街道为流入、流出地的流动对
数上下四分位数及中位数均小于其他３类街道，
但存在少数高值，反映工业型街道在全市范围并
没有形成较大的就业汇聚地，但对少数街道有强
大的就业吸引；科教型街道的就业吸引高于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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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街道及其他类型街道，但就业流出功能较弱；其
他类型街道由于其包含大量的居住用地，其就业
人口流动平均出度为１３．９８，大于工业型街道的

９．６０和科教型的１２．８８，在箱线图中也表现出相同
的规律。总体来说，街道的就业功能与其就业流
出、就业吸引的作用大小密切相关，如科教型街道
就业流入多、流出少，属于就业聚集地；其他类型
街道就业流出多、流入少，属于就业扩散区；而商
业型街道同时具有高流入、高流出，在吸引就业的
同时也有很强的就业扩散能力。

图４　就业流动网络中心性分析

Ｆｉｇ．４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Ｆｌｏｗ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图５　不同街道特色产业类型就业流入地、

流出地流量分布箱线图

Ｆｉｇ．５　Ｂｏｘｐｌｏｔ　ｏｆ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ｏｗ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Ｓｕｂ－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３）就业流动与空间邻近性、可达性关系分析。
图２的可视化结果显示，相邻街道间的就业人口

流动较多，两街道间就业流量随距离增加而减少。
下面从空间邻近性、可达性两个角度分析空间因
素对街道间就业流动形成的影响。
图６显示的是不相邻街道与相邻街道间的就

业人口流动对数频率分布直方图。由图６可知，
不相邻街道的就业人口流动对数在低值上分布较

相邻街道多，在高值上分布较相邻街道少。表现
为不相邻街道的跨街道人口流动对数在３．０～５．０
范围内出现概率较小，０～３．０范围内概率较大，
中心位于２．０附近；而相邻街道的跨街道就业人
口流动对数在０～２．０范围内概率较小，２．０～５．０
之间的概率较大，中心在３．０左右。即相邻街道
间更易发生高数量的就业流动，不相邻街道间更
易发生低数量的就业流动。统计就业人口流动最
大的１００个流动对可发现，６４％的流动发生在相
邻街道间，如沌阳－沌口（占总就业流动１．２９％）、
关山－关东（０．９８％）、关东－关山（０．９４％）、中南

－水果湖（０．４６％）、徐家棚街－水果湖街（０．
４３％）、汉 兴 － 常 青 （０．３１％）、常 青 － 万 松
（０．２６％）等。

图６　不相邻街道与相邻街道的跨街道人口

流动对数频率分布直方图

Ｆｉｇ．６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Ｆｌｏｗ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ｏｎ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Ｓｕｂ－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除空间邻近性外，空间距离也影响街道间就
业人口流动的形成，图２的可视化结果显示，两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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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间就业流动数量随距离增加而减少。有研究显
示，在城市内部尺度下，交通可达性对人口流动的
衰减作用较欧氏距离有更好的解释能力。绘制区
域间驾车、公交可达性与就业流动人口对数关系
如图７所示。从图７中可以发现，随着街道间可
达时间的增加，街道间的就业人口流动数量的对
数也在逐渐下降。同时建立区域间驾车、公交可
达时间与街道间流动人口对数的回归方程，系数
均为负数，且检验结果为显著。结果印证了人口
流动随距离衰减的重力模型，说明在城市内部尺
度下区域间的就业人口流动同样受限于空间距离

（可达性）。

图７　研究区就业人口流动与可达性散点图

Ｆｉｇ．７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Ｆｌｏｗ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ｂ－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在上述总体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工业、商业、
科教、其他等４种街道类型中的１２个典型街道，

绘制其就业人口分布情况（图８）。在这１２个典
型街道中，本街道就业比例均为最高，外出就业流
动主要发生在相邻街道之间，表现出以本街道为
中心向外随距离增加逐渐减少的规律。但对不同
产业类型街道，就业人口随空间邻近性、距离的变
化呈现不同规律。其中工业特色街道的就业人口
流出分布较为连续，人口主要就近就业，分布于邻
近街道。商业特色街道的就业人口除分布于近距
离街道外，还向其他远距离商业街道流动就业人

口，如中南路街的就业人口跨江流向万松街道，万
松街道就业人口跨江流向中南路街、水果湖街，汉
正街的就业人口流向中南路街。科教特色街道大
量就业分布于本街道内，此外科教型街道就业分
布除受距离作用外，还与不同学校的校区分布有
关。如宝丰街的部分就业分布于关山街道，部分
原因在于华中科技大学在两街道均有校区；其他
类型街道（居住）就业人口分布与商业型街道类
似，在就近就业、连续分布的基础上，还向远距离
的商业型街道（中南路街、水果湖街、徐家棚街等）
流动就业人口。总体来说，不同产业特色的典型
街道在遵循就业人口流动随距离减少的规律同

时，也出现远距离分布的现象。对于该现象，根据

Ｌｅｅ的人口迁移理论［４４］，区域间是否产生人口流
动来源于人们对促进因素与阻碍因素的权衡。由

于部分街道存在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具有完善
的交通设施，使得影响就业人口流动的促进因素

被扩大，地理空间阻碍效应减小，能够打破空间限

制而产生远距离就业流动。

４）就业流动与地理阻隔、文化差异的关系分

析。计算汉口、汉阳、武昌３大文化区就业人口在

各分区就业的比例及数量，可发现大量就业人口
流动发生在分区内部，而跨区的就业人口流动较

少，如汉口的就业流动中８３．３７％发生在本区内，

汉阳为７４．６６％，武昌为８９．２４％。此外，对研究区
内就业人口流动进行网络密度分析，结果显示，各

分区内部街道间的网络密度远大于分区之间的密

度（表１），即各个文化区内部的就业联系大于文
化区之间的就业联系。

表１　研究区３大文化区就业网络密度

Ｔａｂ．１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Ｆｌｏｗ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Ｈａｎｋｏｕ，Ｈａｎ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Ｗｕｃｈａｎｇ

文化区 汉口（流出） 汉阳（流出） 武昌（流出）

汉口（流入） ０．２８８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０
汉阳（流入） ０．０３６　 ０．４０４　 ０．００５
武昌（流入）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８　 ０．３４８

　　为获得就业联系的空间分布及定量分析结

果，对就业人口流动网络使用社区发现算法，在分

辨率为０．４６５时达到最大模块化指数，形成具有
最稳定划分效果的７个就业社区（图９）。在该划

分下，汉阳形成独立就业社区；汉口分为硚口、江

汉江岸两大就业社区；武昌以长江二桥为界分为
南（洪山区、武昌区、东湖高新区）、北（青山区）两

大就业社区。其中武昌南北两社区间受东湖阻

隔，北部青山区是著名的“钢城”，其产业组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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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氛围异于以高新科教为特色的洪山区、武昌区、

东湖高新区等区域而形成独立组团。总体来说，

各街道因自然地理阻隔、人文环境差异而分片形

成内部连续、边缘与区级行政界线基本一致的就

业联系社区。这种分片就业的现象一方面产生于

长江、汉江的地形分割，同时也与历史原因造成的

地域文化差异有关，体现了地理阻隔和文化差异

对就业流动形成的阻碍作用。

图８　典型街道就业人口分布图

Ｆｉｇ．８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ｕｂ－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分析结果显示，大量街道间的就业流动数量较
低，但少部分高数量的就业流动对集中了城市内部
就业人口的大部分流动，体现研究区内部就业流动
的不均衡。此外，不同产业特色的就业网络节点具
有不同的就业流动特征，如科教型街道就业流入
多、流出少，商业型街道就业流入多、流出多。在空

间上，就业流动主要出现于空间邻近性较好的街道
间，表现出以本街道为中心向外随距离、可达时间
增加而逐渐减少的分布特征，且依地理阻隔、文化
差异形成汉阳、武昌北、武昌南等联系密集的就业
社区。上述分析揭示了就业流动的特征及其与空
间邻近性、可达性、文化差异、产业特色等因素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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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就业流动网络社区发现结果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联，在此基础上分析就业流动形成机制。

２．２　城市内部就业人口流动形成机制分析
结合研究区就业人口流动特征分析及有关

理论，本文从就业势能、交通可达性、空间邻近
性、特色产业、文化差异等方面入手，分析研究
区内就业人口流动形成机制。其中就业势能反
映了居住地的劳动力供给以及就业地提供的工

作机会，是重力模型理论中的基本变量，是就业
流动发生的根本驱动力，在研究中使用流出地
居住人口、流入地工作人口度量；而就业势能的

作用受空间阻隔影响，本文采用街道间的邻近
性与可达性（又分为公交可达性与驾车可达性）
衡量空间阻隔；同时增加考虑特色产业与文化
差异的影响。其中，研究区部分街道形成显著的
产业集聚特征，挑选部分具有明显工业高新产业、
商业商务、教育科研特色的街道，分析特色产业对
就业流动形成的影响；此外，武汉独特的历史、地
理背景造就了三镇鼎立的罕见格局，长江、汉江的
自然阻隔使得三镇产生文化语言差异，因此本研
究以通勤流是否跨文化区（汉口、汉阳、武昌）衡量
流出流入地的文化差异。
本研究采用逻辑回归模型，以就业流动网

络边权重作为回归的因变量。在就业流动网络
中，边是两个节点之间二值化的流量，即１代表两
街道之间有显著的就业流动（流量大于均值），

０代表街道之间无显著就业流动（流量小于均
值）。回归结果见表２，表２中，“＊＊＊”表示显
著性小于０．００１，“＊＊”表示０．００１～０．０１，“＊”表
示０．０１～０．０５，“．”表示０．０５～０．１，‘’表示＞０．１；

ｚ－值、Ｐ－值指回归系数显著性ｚ检验的ｚ－值与Ｐ－
值。

表２　逻辑回归结果表

Ｔａｂ．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变量 系数估计 标准化系数 ｚ－值 Ｐ－值 显著性

常数项 －１．１６９　０　 ０ －７．５７７　０　 ３．５４×１０－１４ ＊＊＊
流出地居住人口 ５．５０×１０－５　 ０．９６１　４　 ２５．９１６　０ ＜２×１０－１６ ＊＊＊
流入地工作机会 ３．４８×１０－５　 １．０２４　０　 ２６．２４５　０ ＜２×１０－１６ ＊＊＊
两街道是否直接相邻 ２．２５７　０　 ０．２９３　３　 １３．１７７　０ ＜２×１０－１６ ＊＊＊
两区域公交可达性 －０．０４６　５ －０．６７２　５ －８．３４３　０ ＜２×１０－１６ ＊＊＊
两区域驾车可达性 －０．１２４　１ －０．７３５　０ －８．７８２　０ ＜２×１０－１６ ＊＊＊
两街道是否跨越文化区 －２．２３３　０ －０．５９５　１ －１６．９１７　０ ＜２×１０－１６ ＊＊＊
流出街道是否具有工业特色 －０．３０５　５ －０．０５２　７ －１．５９４　０　 ０．１１１　０
流出街道是否具有商业特色 －１．１３５　０ －０．１７７　２ －５．８７３　０　 ４．２８×１０－９ ＊＊＊
流出街道是否具有科教特色 －１．７８５　０ －０．３０７　７ －１１．２３７　０ ＜２×１０－１６ ＊＊＊
流入街道是否具有工业特色 ０．６６１　４　 ０．１１４　０　 ３．５２１　０　 ０．０００　４ ＊＊＊
流入街道是否具有商业特色 ０．０９５　５　 ０．０１４　９　 ０．５６５　０　 ０．５７１　８
流入街道是否具有科教特色 ０．２１３　１　 ０．０３６　８　 １．５３９　０　 ０．１２３　７

　　该逻辑回归模型 ＡＵＣ（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ｃｕｒｖｅ）值
为０．９６１　３（接近１），ＭｃＦａｄｄｅｎ　Ｒ２ 为０．５９７　７，模
型预测准确率为９２．６５％，显示该模型有较好的预
测能力与解释力。此外，对逻辑回归模型进行

Ｈｏｓｍｅｒ－Ｌｅｍｅｓｈｏｗ拟合优度检验，计算结果ｐ
值为０．５９１　５，在０．０５的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模
型拟合结果与实际值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的零假

设，说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同时各个
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１０，可以认为不存在
多重共线性。逻辑回归结果显示，流出地居住人
口、流入地就业机会、两地公共交通可达性、两地

驾车可达性、两地文化差异、两地空间邻近性、流
出地是否具有科教特色、流出地是否具有商业特
色、流入地是否具有工业特色等因素对城市内部
街道间就业流动的产生均具有显著的影响（显著
水平取０．０１）。下面分别分析就业势能、空间邻近
性与可达性、文化差异、产业特色对就业流动形成
的影响。

１）就业势能。由标准化回归系数可知，在影

响城市内部就业人口流动的各个因素中，就业流

出地的居住人口系数（１．０２４）、就业流入地的工作

机会系数（０．９６１）绝对值较大，且符号为正，表明

９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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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出地潜在就业人口、流入地就业机会越多，两地

之间产生显著就业流的可能越大，是影响城市内

部就业流动的最重要因素。研究区内的主要人口

流动均发生在潜在就业人口或工作机会较多的街

道间，如关山－关东、中南－水果湖、汉兴－常青、

常青－万松、汉阳－沌口等。这印证了人口迁移

理论中两地人口数量决定潜在迁移势能强度的结

论，说明就业势能是产生城市内部就业流动的根
本驱动力。

２）空间邻近性与可达性。以时间度量的驾车
可达性（－０．７３５）、公交可达性（－０．６７２）标准化
系数符号为负，即两地间的交通可达时间越长，则
发生通勤流动的概率越小，重要性仅次于就业势
能。这与重力模型阐述的就业势能随距离衰减的
理论规律相符合。不同于传统人口迁移的一次完
成，城市内部的通勤每日发生，因此街道间较差的
交通可达性带来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是阻碍就
业流动的重要因素。同时空间上邻近的街道间更
容易发生就业流动，但是该因子的重要程度
（０．２９３）小于交通可达性，说明空间邻近带来的促
进作用小于交通不便利带来的阻碍。

３）文化差异。就业流入地和流出地不在同一
文化区将会阻碍就业流动的产生（标准化系数为

－０．５９５），是仅次于交通可达性的阻碍因素。说
明在相同就业势能、交通可达性、产业特色等的前
提下，人们更加倾向于在文化、亲族相近的区域就
业。该结果也解释了就业流动网络的社区发现
中，稳定状态下形成的内部连续、边缘与区级行政
界线基本一致的就业社区格局，反映了就业流动
多发生在文化共通区域的现象。

４）产业特色。流入流出街道的产业特色会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就业人口流动的形成。其中就业
流出地如果具有教育科研、商务商业特色，在其他

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会阻碍就业人口流动的进行。
这说明研究区内，教育科研、商务商业特色街道居
民更倾向于在本地就业，而具有教育科研、商务商
业特色对街道成为就业流入地的影响并不显著，
说明具有教育科研、商务商业特色街道对外就业
吸引作用并不明显。就业流入街道若具有工业特
色，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能促进就业人口流
入，而对就业流出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反映不同
产业特色、功能定位下的街道不同的职住组织模
式，即教育科研、商务商业和居住用地混杂，并吸
引本地居民就业，而工业用地附近不存在大量居
住区，主要吸引外来就业。
总结上述影响因素对城市内部区域间就业流

动形成的作用，结合Ｂｏｇｕｅ、Ｌｅｅ等人的人口流动
与迁移模型与理论［４４］，分析城市内部区域间就业
流动形成机制（图１０中“＋”为促进作用，“－”为
阻碍作用）。城市内部就业人口流动的形成取决
于３部分因素，分别是就业流出地、就业流入地以
及中间影响因素，每部分因素分别产生促进作用
和阻碍作用，两种作用的综合结果最终决定就业
流动是否发生。就业流出地居住人口数量和流入
地就业机会数量是导致就业流动形成影响最大的

两个因素。流出地高数量居住人口的工作需求成
为就业流出地流出就业人口的一大推力，同时就
业流入地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是吸引就业流动的

一大拉力。但流出地的推力与流入地的拉力还受
中间影响因素的作用，如两地存在文化差异、交通
可达时间长等会阻碍就业流动的产生，而良好的空
间邻近性则有促进作用。此外，就业流出地和流入
地的产业类型也会影响推力和拉力的作用，其中流
出地如果具有商业或者科教特色，会削弱流出地推
动就业流动的作用；而流入地如果具有工业特色，
将增强流入地的就业吸引。

图１０　城市内部区域间就业人口流动形成机制图

Ｆｉｇ．１０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ｕｒｂａ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Ｆｌｏｗｓ

０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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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武汉市手机信令数据解译的城市内

部区域间就业流动数据，构建城市内部就业人口
流动网络，使用中心性分析、密度分析、社区发现
等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城市内部就业人口流动的
特征。在此基础上研究流出地居住人口、流入地
就业机会、交通可达性、文化差异、产业特色等对
城市内部区域间就业流动形成的影响，并使用逻
辑回归模型进行建模分析，解释就业流动形成机
制。研究结果表明：

１）武汉市内部就业流动数量上分布不均衡，
大量街道间的就业流动数量较低，但少部分高数
量的就业流动对集中了城市内部就业人口的大部

分流动；空间上，就业流动分布随距离、可达时间
增加而减少，且依地形、文化形成若干联系紧密的
就业社区。

２）流出地居住人口、流入地就业人口是影响
就业流动产生的最主要因素，说明重力模型在城
市内部尺度下仍然适用，印证了在大型居住地附
近安排就业用地以实现职住平衡的观点。

３）地方感、文化认同等心理因素对就业人口
流动有显著的影响。在就业势能、交通可达性等
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更加倾向于选择语言文
化氛围相近的街道就业，相同的文化能促进就业
流动的发生。

４）就业势能向外扩散存在空间摩擦［４５］，区域
间就业联系随空间衰减，较小的通行时间意味着
相对较近的空间、心理距离，使得流出地获得更大
的就业吸引。而交通可达性的提高可打破地理、
心理阻隔对就业流动的影响，其作用大于街道的
空间邻近性与相近的语言文化氛围。因此完善的
交通建设是吸引就业的重要因素。

５）不同类型产业特色对就业人口流动影响不
同，其中商务商业、教育科研阻碍就业人口外流，
工业集聚吸引就业人口流入。
但是，本文研究在尺度与解释变量选择上还

存在以下问题。首先，街道尺度下统计单元大小
差异明显，表现为中心区街道面积较小而开发区
面积较大，使得部分网络分析指标结果不能真实
客观反映区域情况；同时街道尺度也并不能很好
地定位产业特色区域，为精准反映产业特色对就
业人口流动影响带来困难。在解释因子选择上，
本文主要选择城市内部的微观因子，但是一些宏
观的经济、政策要素也可能影响就业人口的流动。

这些问题需在下一步研究中解决，以更全面、准确
地揭示城市内部就业人口流动的影响机制，为合
理规划布局职住、引导居民就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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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Ｂｅｉ－

ｊ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Ｊ］．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９，１６（９）：１１０－１１７（刘志林，张艳，柴

彦威．中国大城市职住分离现象及其特征———以北

京市为例［Ｊ］．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０９，１６（９）：１１０－
１１７）

［９］　Ｌｉｕ　Ｚｈｉｌｉｎ，Ｗａｎｇ　Ｍａｏｊｕｎ．Ｊｏｂ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ｒｏｍ　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１，６６（４）：４５７－４６７
（刘志林，王茂军．北京市职住空间错位对居民通勤

１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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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就业可达性与通勤时间

的讨论［Ｊ］．地理学报，２０１１，６６（４）：４５７－４６７）

［１０］Ｚｈｏｕ　Ｓｕｈｏｎｇ，Ｙａｎ　Ｘｉａｏｐｅｉ．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ｍ－
ｍｕｔｅｒｓ’Ｔｒａｖｅ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Ｓｏｍ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Ｊ］．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６，６１（２）：１７９－
１８９（周素红，闫小培．基于居民通勤行为分析的城

市空间解读———以广州市典型街区为案例［Ｊ］．地

理学报，２００６，６１（２）：１７９－１８９）

［１１］Ｘｕ　Ｂｉａｎｒｏｎｇ，Ｗｕ　Ｘｉａｏ．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Ｊ］．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ｕｍ，２０１０（５）：８７－９７（徐卞融，吴晓．基于“居住－
就业”视角的南京市流动人口职住空间分离［Ｊ］．城

市规划学刊，２０１０（５）：８７－９７）

［１２］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ｅ　Ｆ，Ｌｏｒｅｎｚｏ　Ｇ　Ｄ，Ｌｉｕ　Ｌ，ｅｔ　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Ｏｒｉｇｉｎ－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ｓ　Ｕｓｉｎｇ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Ｌｏ－
ｃ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Ｊ］．ＩＥＥＥ　Ｐｅｒｖａｓｉｖ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２０１１，

１０（４）：３６－４４
［１３］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Ｌ，Ｊｉａｎｇ　Ｓ，Ｍｕｒｇａ　Ｍ，ｅｔ　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Ｄｅｓ－

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ｒｉｐｓ　ｂｙ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ｏｆ　Ｄａｙ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Ｄａｔａ［Ｊ］．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　Ｃ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２０１５，５８：

２４０－２５０
［１４］Ｎｉｕ　Ｘｉｎｙｉ，Ｄｉｎｇ　Ｌｉａｎｇ．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Ｊｏｂ－Ｈｏｕｓｉｎｇ　Ｓｐａ－

ｔ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ｓｉｎｇ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Ｄａｔａ：Ｓｏｍ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Ｊ］．Ｓｈａｎｇ－
ｈａｉ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５（２）：３９－４３（钮心

毅，丁亮．利用手机数据分析上海市域的职住空间

关系———若干结论和讨论［Ｊ］．上海城市规划，２０１５
（２）：３９－４３）

［１５］Ｇａｏ　Ｚｈｉｇａｎｇ，Ｔ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ｏｎｇ，Ｚｈａｏ　Ｂｉｃｈｅｎｇ，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ｕｔｅｒ

Ｆｌｏｗ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Ｓｉｇｎａｌ　Ｄａｔａ：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Ｊ］．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Ｐｌａｎ－
ｎｉｎｇ，２０１６（３）：７２－７７（高志刚，唐小勇，赵必成，等．
基于手机信令的组团城市通勤特征分析———以重

庆主城区为例［Ｊ］．城乡规划：城市地理学术版，

２０１６（３）：７２－７７）

［１６］Ｐｈｉｔｈａｋｋｉｔｎｕｋｏｏｎ　Ｓ，Ｈｏｒａｎｏｎｔ　Ｔ，Ｌｏｒｅｎｚｏ　Ｇ　Ｄ，ｅｔ

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ｗａｒｅ　Ｍａｐ：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Ｄａｉｌ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Ｕｓｉｎｇ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Ｄａｔａ［Ｃ］．Ｈｕ－
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１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ＨＢＵ　２０１０，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Ｔｕｒｋｅｙ，２０１０
［１７］Ｊｉａｎｇ　Ｓ，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Ｊ，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Ｍ　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Ｄａｔａ：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Ｂｉｇ　Ｄａｔａ，２０１７，３（２）：２０８－２１９
［１８］Ｚｈａｏ　Ｚｈｉｙｕａｎ，Ｙｉｎ　Ｌｉｎｇ，Ｆａｎｇ　Ｚｈｉｘ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Ｉｍ－

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ｏｎ　Ｓｔａｙ　Ｄｅ－
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Ｄａｔａ［Ｊ］．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８，４３（８）：１　１５２－
１　１５８（赵志远，尹凌，方志祥，等．轨迹数据的时间

采样间隔对停留识别和出行网络构建的影响［Ｊ］．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１８，４３（８）：１　１５２－
１　１５８）

［１９］Ｇａｏ　Ｓ，Ｌｉｕ　Ｙ，Ｗａｎｇ　Ｙ，ｅｔ　ａｌ．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Ｄａｔａ
［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ＩＳ，２０１３，１７（３）：４６３－４８１

［２０］Ｌｏｕａｉｌ　Ｔ，Ｌｅｎｏｒｍａｎｄ　Ｍ，Ｃａｎｔｕ　Ｒｏｓ　Ｏ　Ｇ，ｅｔ　ａｌ．

Ｆｒｏｍ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Ｄａｔａ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Ｊ］．Ｓｃｉ　Ｒｅｐ，２０１４，４（２　９７３）：５　２７６
［２１］Ｙａｎｇ　Ｘｉｐｉｎｇ，Ｆａｎｇ　Ｚｈｉｘｉａｎｇ，Ｚｈａｏ　Ｚｈｉｙｕａｎ，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Ｈｕｍａｎ

Ｓｔａｙ　Ｕｓｉｎｇ　Ｋｅｒｎｅ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
ｒ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Ｔｏｗｅｒｓ
［Ｊ］．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７，４２（１）：４９－５５（杨喜平，方志祥，

赵志远，等．顾及手机基站分布的核密度估计城市人

群时空停留分布［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７，４２（１）：４９－５５）

［２２］Ｒａｖｅｎｓｔｅｉｎ　Ｅ　Ｇ．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８５，４８
（２）：１６７－２３５

［２３］ＭａｔｈＴ，Ｗｉｎｔｒ　Ｌ．Ｃｏｍｍｕｔｉｎｇ　Ｆｌｏｗ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Ｂｏｒ－
ｄｅｒ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ｓ：Ａ　Ｎｏｔｅ［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９，１６（７）：７３５－７３８
［２４］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　Ｊ，Ｌｅｂｌａｎｇ　Ｄ，Ｔｅｅｔｓ　Ｊ　Ｃ．Ｄｅ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Ｊ］．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４，６６（３）：

４０６－４４５
［２５］Ｂｅｉｎｅ　Ｍ，Ｂｅｒｔｏｌｉ　Ｓ．Ａ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Ｇｒａ－

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Ｊ］．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６，３９（４）：４９６－５１２
［２６］Ｒａｍｏｓ　Ｒ，Ｓｕｒｉａｃｈ　Ｊ．Ａ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ｉｇｒａ－

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Ｎ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Ｊ］．Ｔｉｊｄｓｃｈｒｉｆｔ

Ｖｏ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ＥｎＳｏｃｉａｌｅ　Ｇｅｏｇｒａｆｉｅ，２０１７，１０８
（１）：２１－３５

［２７］Ｈａｔｔｏｎ　Ｔ　Ｊ，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Ｊ　Ｇ．Ｗｈａｔ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Ｄｒｉｖｅ　Ｗｏｒｌ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Ｊ］．Ｃｅｐ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

ｐｅｒｓ，２００２，１５９（２）：１３９－１５８
［２８］Ｈａｔｔｏｎ　Ｔ　Ｊ，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Ｊ　Ｇ．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Ｊ］．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３，１０５
（３）：４６５－４８６

［２９］Ｙｕ　Ｗｅｎｌｉ，Ｐｕ　Ｙｉｎｇｘｉａ，Ｃｈｅｎ　Ｇａｎｇ，ｅｔ　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２８（２）：４４－４９
（于文丽，蒲英霞，陈刚，等．基于空间自相关的中

国省际人口迁移模式与机制分析［Ｊ］．地理与地理

２２２２



　第４３卷第１２期　　　　　　刘耀林等：基于手机数据的城市内部就业人口流动特征及形成机制分析———以武汉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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